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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時期民變的

原因及歷史特徵

●  胡 成

二十世紀初，為擺脫日益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清廷推行了調整官制、

整頓吏治、改定刑律、編練新軍、獎勵實業和廢除科舉等一系列旨在「以期漸至

富強」的新政，但與此同時，國內階級矛盾和各種社會衝突卻日益尖銳和急驟惡

化，並集中體現在各地頻繁發生的民眾抗捐、毆官、罷市、鬧稅、搶米等風潮

中。據統計，在1907-11年間，這類民變幾乎每兩天半就發生一次1。

對這一歷史性的發展，究竟應怎樣認識和評估？以往的研究多從民眾與國

家矛盾的視角出發，或將之歸結為清政府的橫徵暴斂所致，但這些觀點難以解

釋民變為甚麼未和革命派聯為一體，進而成為當時反清革命的有機部分。而

且，研究過於集中在政治層面，容易忽略更深層面的社會經濟原因的探究。實

際上，在當時社會急驟轉型的歷史場景中，需要進一步解釋的還有：為甚麼這

些民變始終未演化到中國歷史上王朝末年農民起義的全國性規模，且較具有時

代轉型的歷史新特徵。有鑒於此，本文擬通過對其中一些代表性事件的解析，

探尋其發展的歷史內涵和演化機制。

一　普遍焦慮和緊張的社會心理

與十九世紀60年代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反洋教和義和團運動相比，晚清

新政時期的民變有兩大特點：一、無嚴密的組織；二、無明確的政治口號，旋

起旋躓，持續時間較短。對此，時署四川總督的岑春Q將咸豐、同治年間的民

變與此時的民變比較，發現以往的民變大多有主要首領，只要殲厥渠魁，脅從

自散；但此時的民變則無一定首領，無知婦孺、會匪、飢民，聚黨數十人或數

百人便圖起事。他說：「民情復夙稱浮動，故易於倡亂若此也。」指出這一時期

民變頻繁的發生，與一個特定時期的民眾心理密切相關。所謂川民篤信鬼神，

平日土匪、 匪、會匪及遊惰之民最眾，以致今日擁一柔弱女子為觀音，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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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 聚眾數千，明日擁以騃稚童子為孔明，又可聚眾數百。如他在赴川就任途中，

聽說有一「女匪」號稱廖觀音，擁眾數千，官方以千金重賞購之猶不能得，以為

此女一定狡悍絕倫，後將其擒獲，方知不過是一十六歲的柔弱女子2。

甚至，一些風氣開化和社會秩序較為安定的地區，也是民隱窮鬱，人心難

定。1909年江西風潮迭起，其中不乏捕風捉影、無端滋事者。如調查戶口，本

為當局為推行憲政所做的準備，但民眾誤以為要藉此抽丁當兵或按人勒稅，因

而毆官殺人，糾眾毀屋。時人記載，南昌縣屬潭沙香溪等處，調查員赴境調

查，鄉民糾眾滋事，將某米店搶劫一空。後有某鄉紳欲行排解，鄉民們不問理

由，將其痛加毆辱，並將該紳房屋拆毀。安義縣某余姓、龔姓二位紳士因參加

調查戶口而致遭疾視，余姓鄉紳被鄰眾捉住，用繩繫頸，後經妻室家人死力相

救，方免遭勒斃。龔姓鄉紳則被鄉民逐入深山，露宿兩晚後終為鄉民擒獲，被

野蠻私刑挖去雙目。樟樹鎮，紳士陳如金奉縣署委任赴鄉下調查戶口，鄉民們

則鳴鑼聚眾，馳赴調查員家，將一切物件搗毀一空3。

尤其一反以往中國傳統社會鄉民對政治生活的怯懦和冷漠，民變爆發之容

易，只要有人組織，就有人響應。江西端昌縣稅卡以往零星貨物多不收稅，

1906年初夏新任委員接任後即P手廢除舊例，民眾憤恨。一姜姓鄉民決意組織

民眾抗爭，與另外三位鄉民備辦酒肉，分別投邀他人，以抽稅太重、米價昂貴

為詞，商議打毀稅卡以泄憤，民眾紛起響應，各執扁擔、禾刀、槍棍，將稅卡

器具雜物打毀，並將衣箱帳被分投搜搶4。更多的民變則只要有人登高一呼，無

須酒資作為溝通聯絡之具，照樣從者如雲、蜂起響應。江西每年應徵地丁漕

米，一向只不過收至七八成，多有積欠。1906年江西吉安府地方當局組織清賦

委員會赴鄉催徵，就曾爆發過數千鄉民入城抗爭的暴力事件。最初，鄉民並無

太多不滿，只是隨同差役索差費錢未遂，將一郭姓鄉民拘押，一歐姓鄉民即提

議各村開會商議此事，要求大村帶錢一千，小村帶錢三百文，作酒飯費用。當

天，糾眾為首之人鳴鑼傳知各村，到會者三百餘人，商議先向地方行政請求免

完糧，若不允准，合力抵抗。後來，這一要求被官方拒絕，鄉民當晚各村傳

鑼，令何村不到，即到該村坐食，至會者千餘人。接P，城內業已鬧事，各村

又傳鑼六十歲以下、十六歲以上者，皆需參加抗爭。於是，委員被毆逐，「千數

百人入城滋鬧」5。

二　傷害和凌辱所激化的社會矛盾

上述那種尖銳對抗的歷史情勢，一方面是由於庚子賠款和各項新政費用的

徵收，民眾負擔驟然增加所致。以形勢最嚴峻的四川為例，自庚子之後，川省

加徵的新捐比正糧多了五六倍6。雍乾年間各州縣作為備荒要政陸續開設的常平

倉穀，此時也因地方財政奇絀而被官員勒提借用，或將價銀放給當商生息，倉

儲空虛者十居八九。1902年天旱無雨，米價奇昂，飢民載道，官方無法賑恤，民

變四起。據清官方檔案文件記載，甚至在省會成都附近，各種名目和形式的民

眾反抗——如當時官方文件所稱的「盜賊」、「飢民」、「會黨」、「義和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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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勝窮，所在擄掠，竟使成都城門白晝都須關閉，「閭閻困不聊生，官吏無能為

計」7。

但另一方面，就正常年份和中國社會承擔賦稅的實際能力來看，光緒末年，

政府的地丁、海關、釐金、鹽課每年收入大約應為10,050萬兩。比較當時世界一

些國家國民平均承擔的賦稅，俄國為22元，英國為48元，法國為40元，美國為

20元，德國為22元，日本為12元，中國僅為3角。如果再就農民平均負擔的田賦

而言，日本農民承擔得比中國農民多12倍，印度則高達62倍。即使加上攤派到

各省的《辛丑條約》巨額賠款，中國社會未必到了民無蓋藏、鋌而走險的地步。

對此，時人說，以法國在普法戰役後民窮財盡，賠償普魯士50億，數月內就能

籌償，「何況我富於天產人力之中國哉」8 。在此之後，即到了二十世紀

30年代農村生產力並無明顯的提高，但在軍閥的統治下，農民負擔較清末普遍

增加兩三倍9。由此似可認為，此時社會之所以出現緊張和焦慮，可能還有官府

經濟索取之外的其他原因，從社會轉型的情況來看，主要體現在：

首先，清朝政府原有的組織架構和政策導向，已無法適應近代化過程中國

家政權急速擴張時所要求的政治控制和經濟索取。在清前期和中期，清地方政

府從無財政，所謂經濟權力不過是將徵來的田賦、雜稅和官田地租，除留作當

地官員的薪俸、兵役的役食外，一律上交國庫。長期以來，地方凡有興作，都

是官為募捐和籌集，其中或有贏餘，大都歸為己有，在政治倫理上被視為當

然，很少有人將之認作貪污。新政時期，清中央政府為巨額賠款所累，地方也

因籌辦地方自治，亟須款項，所以各地在正糧之外另行加派。然而，對普通民

眾來說，這種徵派作為一種應急，各地政府並無專門機構，也無相應的規章條

例加以約束，全憑當權者私人運作。因此，在徵收過程中常常超過規定款項，

漫無邊際。如山東攤派庚子賠款80萬兩，而該省地丁正額330餘萬兩，有餘額

300餘萬兩，再加上漕糧餘額70餘萬兩，原可不必再行攤派，但當局卻仍處處張

貼告示，添設釐捐，致使商民騷然bk。於是，民間約定：「派銀無銀，派錢無

錢，只有一家一命，要時同去，生殺在官。」bl

其次，是清各地方官員以暴力和壓制徵收稅捐，給民眾造成了更多的傷

害。清前期和中期，官員們對地方進行控制的政治哲學是以「仁政」、「德治」為

中心，雖說並不一定完全做到，但在鄉土社會中則大多數的法令和行政措施都

可通過禮教和習俗貫徹執行。以田賦的徵收為例，當局往往通過給一定的減

免，或適當減少交納現金的比例，鼓勵民眾按時交納，對少交和不交者也並不

一定認真追討，欠逋之事年年有之。但到這時，地方當局對民眾隨意使用武

力，清官方文件承認「以兵力濟其貪暴，激之使眾怒愈不能平，驅之使民黨愈不

可解，而其禍始大」bm。尤其是每當民變爆發後，地方當局又百般遮飾，更加劇

了社會矛盾和政治緊張。1910年春山東萊陽爆發民變，清地方當局向清中央報

告說，這是由於有人「乘機播散謠言，妄以行將抽收人口、牲畜各稅並從前倉穀

均被紳董侵吞等語煽動鄉愚」bn。對此，山東旅京舉人張某則指出實際情形是鄉

民因春荒赴縣署籲懇革除劣紳，罷免苛捐，盡去浮收。知縣朱某佯許十日內將

積弊消除，鄉民歡然散去。而地方行政當局接P就派兵鎮壓，遂爆發了大規模

的民眾反抗運動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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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 三　因地方勢力擴張而加劇的政治抗爭

上述現象表明這一時期清權力結構的無序和紊亂，但就徵收捐稅的主體及

其所徵款項的流向來看，清中央政府卻不是主要受益者，而是受害者和犧牲

者。因為，早在十九世紀60年代初，清廷財權就已下移。時人說，清中央雖握

有財政機關，但只擁稽核虛名，「無論田賦、鹽茶、一切征榷悉歸地方督撫」bp。

光緒年間，清廷徵收的正雜賦額名義上雖增至每年3,400餘萬兩，實際徵收卻只

有145萬兩，虧額「大率為貪官墨吏所侵蝕」bq。到了清攤派庚子賠款和採行新政

時，賦稅又多被地方截留。如四川省攤派的賠款中，稅契例定每兩三分，州縣

鄉擅浮收之利，所解不及十分之一br。因此，實際的情形恐怕真就是清廷雖有斂

財之名，而無多收之實。

甚至，就地方行政來看，這筆額外徵收的款項未必被其獨得。清廷頒發的

一份上諭無可奈何地承認地方官員深居簡出，玩視民瘼，蒙蔽用事bs。1910年河南

長葛縣的民變，就是家丁胥吏狼狽為奸、魚肉百姓的典型事例。其地向來地瘠

民貧，奉命舉辦新政，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知縣江某外政由其妻主持，自己昏

懦無能。典史楊某終日在署狎妓賭牌，卻從中分肥。如籌辦巡警，江某邀請各

村村長會商，準備原捐每畝五文之外加捐二十五文，未被同意。紳士司某建議

以後再商量，會議始散。兩天後，江某忽然勒令加捐，且每畝增至三十文，經手

人借此濫發無名之票，隨意羅織，擇肥而噬。「沿門大索，遠近騷動」bt。

所以，這一時期的民變帶有較多因地方勢力擴張而引發的政治衝突。本

來，在中國傳統社會，地方行政當局對鄉村的控制較為鬆散。清制規定州縣官

員由中央委派，但接壤500里以內要迴避，任期也只有三年。一般的情況下，那

些來自他鄉異土的州縣官員只能依靠胥吏衙役處理地方事務，鄉村社會的管理

則須依賴當地士紳。再就賦稅的徵收而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即太平天國起

義爆發前，清廷對各地賦稅都有一定規定，地方官員不得隨意加賦，士紳也絕

不插手賦稅的徵收。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清廷困於財政短缺，諭令各地在正

供之外加津貼銀和舉行捐輸。與之相應，各地在具體操作時由地方官選派公正

紳耆，設立公局，直接參與捐稅的徵收工作，這就導致了地方勢力的擴張。到

了這一時期，增加捐稅雖由地方政府決定，實施過程中則多依賴地方勢力。

1910年山東巡撫孫寶琦就認為，新政繁興，地方當局倚諸紳為心腹，「諸紳遂出

入衙署，甚且借以牟利，為眾所側目，以此叢為怨府」ck。

由於政府威權的削弱，一些地方勢力不再視官府為神明。1910年發生在山東

海陽縣的民變，因縣地方當局徵收地丁錢糧，規定必須以三成制錢、七成銅元交

納，鄉紳宋某領頭要求減去三成制錢，被縣政府拒絕。鄉民觀望不納，縣行政即

以宋某從中阻撓，將其監押看管。偏偏宋某有一子在登州府師範學堂任教員，也

被該縣收押。於是宋某另一兒子遍發傳單，聲稱進城哄堂解牢反獄，即聚集民眾

數千人，一擁入城，架宋氏父子而去cl。甚至，一些士紳為個人或小集團的私利

也敢製造事端，引發民變。1910年初夏廣東廣昭道調查戶口，準備將各鄉村局所

的槍枝呈驗烙號，但這些槍枝大多為主管鄉紳冒領，或轉手賣於他人，為阻止當

局驗槍，他們以自治會告白遍貼通衢，云：政府已將國庫羅掘一空，今日調查戶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

後，各地紳耆直接參

與捐稅的徵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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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實為將來抽人頭稅作準備。於是，民眾為其鼓動，情勢洶洶cm。除此之外，

一些非紳士集團對地方行政事務也欲圖干涉，蓄意製造民變。如浙江湖州長興

縣在調查戶口之時，巫道造謠，說調查戶口是政府要將這些人賣與洋人作海塘

打樁之用，若不從速收回，被調查之人必將死盡。再以縣行政規定，每調查一

百戶，將給勞務費一元。鄉民誤會，鳴鑼聚眾，將一些學校、店家搶劫一空。

這些巫道又放謠言：有陰兵相助，無須畏懼，民眾益發有恃無恐cn。

四　權力失衡與民變中士紳的角色

在中國傳統社會，士紳向來都被賦予維護綱常、穩定地方的職責和使命，

但在清前期和中期時卻被嚴禁參與地方行政事務。1652年清廷在各地學校設立

「臥碑」，告誡生員不可干求官長，製造事端。因此，長期以來士紳所能做的，

不過是在家族或鄉村中維持風紀和主持善堂、賑濟及修橋補路等公益事業。但

在清末新政時期，士紳們則因籌款或參與地方自治而被推到主持地方事務的前

台。這樣一來，他們雖擁有了更多的權力，但也同時激化了與民眾的矛盾，成

為民變攻擊的對象。1909年秋江西袁州宜春鄉爆發了鄉民因捐仇紳的事件，其

時縣地方當局籌措辦理各項新政費用，諭令各圖每年捐錢二十串，名為圖捐。

因款額太多，各鄉無力遵辦，地方當局減至捐錢十串。各項公局紳士，按百貨

零星已抽捐不少。勸學所董盧某又指使各鄉勸學員，另寫學堂捐款，凡民間所

用，幾於無物不捐，致民眾各懷忿恨，進城將學堂焚毀co。

當然，士紳被直接衝擊，不排除某些權勢人物的挾嫌報復，或推卸責任。

前者如宿遷某包攬公司及醫院生意的富紳，官吏往索例規，他則以包攬巨商及

洋人生意，不服勒索，差役銜之，後乘知縣公出之機，率人將其磚瓦搶劫一

空，損失約千金cp。後者如上引江西袁州民變，其時府縣見鄉民勢益洶湧，無計

躲閃，竟親自到城北橋頭對民眾說：「此非我官府要錢，乃紳士要錢。」民眾遂

釘忿紳界，進城毀學殺紳cq。但在多數情況下還是這些士紳參與到地方政治，從

而難以保持以往對權力進行批評和監督的正面形象。1910年初夏，直隸易州民

眾焚毀自治局中學堂，原因是近年來辦理學堂、警務、自治等事務所加徵的捐

款，全憑三五劣紳把持，民怨鼎沸。自治局局紳張某、祖某，擅將義倉積穀盡

行出售，共得津錢三萬餘吊，又陸續勒捐兩萬餘吊，藉口籌措自治經費，實則

中飽私囊。五月初旬，局紳張某等借調查戶口之名，按戶斂錢。鄉民以天不下

雨，秋收無望，堅不肯納，張紳則大言恐嚇，謂頑民阻撓新政，非送官究辦不

可。這時，鄉民在求雨時，見城中鬧元寺的佛像盡被自治局銷毀，以為久不下

雨，皆自治員警董等之毀棄佛像所致，遂蜂擁至自治局哄鬧。局紳均聞風逃

竄，鄉民怒不可遏，焚燒自治局、中學堂等廣廈百間cr。

不過，從地方權力平衡的角度來看，官府依賴的士紳只是少數，另一些士紳

則因能力、影響、親疏關係或自身勢力等方面的諸多因素被排除在權力的重新分

配之外，反倒成為民變的組織、參加或同情者。就這一部分人的數量來看，恐怕

不在少數。1906年初冬，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在寫給清廷的一份報告中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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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 北、河南等地民變發動者多為生員通文理者充之，且頗有富紳cs。當然，也應注意

到這些士紳為捐稅重負所迫，如時人所言，派捐遍及平民、飽暖殷實之家，捐款

尤重，況一家輒派至數千金、數百金，「又烏能從容取給乎？」ct但就有些人的情況

來看，參加民變也還為自己的心理不平衡所致。宣統年間，上海川沙推行地方自

治，民變頻發，一夕數驚。一位當事人記述道：當時他常常聽某人說：某日將火

某宅，某日將毀某校、某公所。若問傳此謠言之人為甚麼要這樣，那人回答說：

反對新政。或曰：新政苦吾民也。再問何事、何物使百姓苦之，皆瞠目不能對。

看來，這些民變的原因是「官治弗仇，而仇自治，其為煽誘，蓋益章章」dk。

雖則，這一部分士紳參與民變的方式多是在幕後出謀劃策，但他們的加入

卻使民變更有聲勢。1902年冬山西高平縣爆發了反抗籌集教案各項賠款的民眾

抗爭。其時，地方採行的攤派，一是取之紳富的「紳富捐」，另一是取之小民的

「地畝捐」，民眾甚為不滿，但沒有人挑頭領導群眾抗爭，此時已革訓導郭某、

代書李某找到性情粗鹵的鐵匠牛某，授意他招集各里居民入城抗官。三人的分

工是：郭某繕具雞毛傳單，李某書寫各白，牛某持赴各鄉，連日張貼傳抄。當

天集合民眾約一千餘人，由牛某鳴鑼領眾，蜂擁而來，直至縣署，逼迫縣官出

給免捐印諭。郭某、李某自始至終則在旁隱匿觀變dl。事實上，作為鄉村社會的

文化人，士紳們還善於製造輿論，激化形勢，造成民變的一觸即發。1907年秋

浙江澶安縣一些鄉紳就曾鼓煽民眾以求免清釐、停辦學堂等事為名，擁眾入

城，搗毀師範學堂，拆毀學董和書冊房屋九座，而且還哄入縣署鬧事dm。尤其

是，士紳們從為民請命的角度，又使民變更具道德感召和動員力。1910年河南

葉縣因辦新政無款，議定由各鄉集款，主持的紳士赴各鄉勸導、演說自治利

益，另一些士紳則起來反對，用民眾的實際處境對比今昔，指出從前車馬差

使，連正項每畝錢130文，今則每畝加至320文。從前不辦新政，百姓尚可安

身，今辦自治巡警學堂，無一不在百姓身上設法。鄉人大嘩，立時聚集二三萬

人反對增加捐稅dn。

五　新舊對立的歷史特徵

但歷史的詭譎之處卻在於，參與民變的這一部分士紳多不同於受近代西方

啟蒙思想影響的激進革命黨人，他們的思想和認知比較陳舊，組織和策劃的民

變一般只是在體制內抗爭，並非要推翻滿清統治。如1910年廣西全州地方行政

在清鄉過程中騷擾勒詐，縱兵淫掠，激成公憤。二千餘鄉民將主要負責人（其中

有士紳）捉獲，置於豬籠，遊墟示眾。後又將他們置於竹轎，擁送上省。據載：

參加的鄉民每人頭上都插有寫P「官逼民變，紳逼民死」的竹片，一路上旅店不

敷住宿，就露宿田野。一些人雖在途中陸續散歸，但兩天後抵至桂林到府署呈

訴時仍有百人do。當然，由於官府的鎮壓，有些民變不得不進行武裝抗爭，但作

為組織者的士紳也由於文化和社會地位所致，絕非矢志推翻清朝政府或響應當

時革命派發動的反清武裝起義。1910年爆發的山東萊陽民變，其主要人物是當

地鄉紳曲詩文。當時民變遭到清地方行政的嚴厲鎮壓，起事者被迫退入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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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有某國之人求見曲某，表示可助其成大事，曲則說：民眾迫於貪官害

民，起事的目的只在於拿此官以謝斯民，「作亂之事，非曲詩文所敢知也」dp。

甚至，相對於那些與官府關係密切、主持新政具體事務的士紳，這一批士

紳也是舊習俗和舊秩序的堅定維護者，一些民變難免帶有新舊對立和衝突的歷

史特徵。以維持舊習俗為例，如鄉村普遍舉行的祭神賽會，這一時期就被那些

主張「開民智」的新政主持者斥為「惑世誣民」的迷信而欲禁止，但卻受到了守舊

人士的支持。1910年初夏，浙江餘姚縣吟山Y鄉民照例舉行神會，並向城鎮各

店攤派費用，城鎮紳民遂請縣官拘拿為首之人，並請布告永禁迎神賽會。後

來，縣差至該鄉提人，則遭到參加此神會的千餘民眾毆辱。憤怒的民眾把神像

抬至縣城，將馬姓紳商的房屋器具搗毀一空，並殃及幾所新辦學校dq。以維持舊

秩序為例，清制規定只有男性成年人才能參加取得紳士地位的入門考試，即「童

生」的考試資格，無正當權利的「賤民」，如出身娼、優、皂、隸的則被嚴格排除

在報考之外dr。科舉制廢除之後，新頒法令給予所有人受教育的權利，家庭、家

族背景或地位的貴賤即失去了往日的意義。1909年四川崇慶縣地方政府錄取警

生，一曾姓考生是皂隸之子，眾人不齒，要求逐之。地方行政遂將領導者監生

鞠某拘押，交民壯鎖管。時值天旱，農民拜香祈雨，地方官員則未按照舊例，

關閉南門，禁屠設壇。一些民眾至州署，人眾雜沓，窗櫺振動，練丁呵撻，民

眾被鼓動，引發騷動ds。

尤其是，1906年全國普遍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難民多，民變愈來愈多地演

化成為搶米或鬧糧這類一哄而起的抗爭，這一批士紳更是傳統道德理性的堅持

者。清前期和清中期，地方政府嚴格控制米糧的交易，每當米價騰貴之時都要進

行干預，以保證地方安定，但這卻與貿易自由和市場開放的近代原則格格不入。

晚清之時通商口岸迅速發展，刺激了農業產糧區的稻米向都市的放量輸出，形成

了事實上的糧食自由貿易。其時，江南之米以上海為出口之大宗，江北之米以

鎮江為出口之大宗，以致江南米價達每石高達4-5元。1906年湖南遭受水災，

輸出商品最大宗卻仍然是稻穀，當年出口不下百萬石，「價值漸昂，行商均獲大

利」dt。然而，糧食產地的米價高漲，自然引起士紳們的擔心。如安徽糧食一向

出口上海、蘇州、江寧等地，1910年安徽南陵縣因米糧大量出口，價格甚貴，居

民慌懼。紳學界主張禁止運米出口，商界卻不以為然。於是，紳商舉行會商，未

達成協議。士紳們競相演講，抨擊商人們因小利而釀大害，以致鄉民們愈聚愈

眾，喊聲亦愈來愈大，最後憤而痛毆商界代表。眾商即遍發傳單，決意罷市，不

料又驚動四鄉農民，以訛傳訛，咸謂城內商人以百姓禁阻下河，遂議閉市，餓死

百姓。當下民眾聚集數千人，擁入城內將商店搗毀，並衝進商會打毀桌椅ek。

六　 結 論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的民變不是以往中國社會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的簡單

延續，而是歷史急驟轉型過程中的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因而相對中國近代的

變革，其時代意義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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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 首先，雖然這一時期頻繁發生的民變與資產階級發動的反清武裝起義有P

相互推動的共生關係，並創造了普遍的革命情勢，但本質上二者卻在不同的層

面上運行。就民變言之，作為社會急驟轉型的特定歷史現象，它具有更多的抗

爭內容。至少，反抗官府、豪紳的壓迫和盤剝，要求緩解現實的生活窘境，針

對的就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那個壓迫性統治結構，而非某一特定的政府。在

這個意義上，清統治並非到了無可挽救的歷史絕境，也不應由此認定農村普遍

存在P革命的形勢和要求，穩定社會應首先考慮紓解民眾的緊張和焦慮，而非

動輒以武力壓制。

其次，這一時期的民變多針對新政而發，但問題卻不是出在新政上，關鍵

在於清廷推行新政意在敷衍，尤其於政治體制的變革，「外則言詞奮發，內則腐

敗更甚」el，更加劇了行政體制的紊亂和無序，所以新政這一自鴉片戰爭以來較

具近代意義的歷史發展，在實際運作中竟淪為少數權勢之人的借機攫取，以致

那些思想守舊、代表陳腐世界的社會力量反倒成為當時社會道德和倫理的捍Y

者。因此，在近代中國，任何變革都離不開政治體制的變革，都應首先確立社

會公正的保障機制，切實考慮到民眾的基本生存權利，否則徒招亂矣。

再次，晚清十年，社會風氣趨新，但維新志士提倡的「開民智」卻大多局限

在都市和城鎮地區，鄉村社會仍在閉塞和隔絕中；驟然推行社會變革，即使是

較具社會公正性的變革，也會引起猜疑、恐慌和緊張。當時的情形就是如此，

甚至像江蘇那樣風氣開通的地區，民眾對新政仍頗存猜疑。時人因而寫有：「野

老鄉豎，於一切新政，既為平素所未見未聞，一旦接觸於耳目間，自不免傳為

異事，演成不經之說，而從事其中者，或不脫盛氣凌人之習，不為解說其原

委；其在舉動輕脫之人，則尤足使鄉民飲恨。由是樂於有事之徒，從而乘之，

遂以釀成非常之巨禍。」em所以，教育普及和思想啟蒙，也同樣應是鄉村社會變

革的前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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